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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 琪

雍正时期禁教政策与禁教时期的天主教

作为希腊—罗马文明之标志的基督教，自唐代入华

（景教），经过元代的发展之后，渐趋消沉。明清之际它再

度入华，较为广泛地在中国传播，导致了中西文化交流的

第一次高潮。当时来华的主要是天主教耶稣会士。他们既

带来某些西方的科学知识，又是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

先导。由于康熙时禁教思想已经明确，禁教政策已经确立，

并且成为其后雍、乾诸帝在禁教问题上的定见。由于康熙、
雍正不同的个人意识、处境及行动，使得雍正朝的禁教过

程呈现出独有的特点。
一、雍正禁教措施的出台

谈起雍正禁教，人们都以《清世宗实录》为据，认定

雍正元年 （1723年） 十二月，礼部议复浙闽总督满保的奏

疏，清廷开始严行禁教。在新近出版的《雍正朝满文朱批

奏折全译》中，发现了一些新的资料，由此得知事实上在

此之前，禁教措施早已在雍正的酝酿之中。
从新发现的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来看，最早提出严行

禁教问题的是礼科给事中法敏，时间是雍正元年二月初十。
法敏的奏折虽然提出了严行禁教的问题，但对于具体的行

动措施考虑的不够周密，尤其是对地方各省如何禁教考虑

不多，因此没有引起雍正的足够重视，折上未见有朱批。
雍正元年七月二十九日，闽浙总督满保、福建巡抚黄

国材就禁教问题联合用满文上奏。他们在奏折中汇报了福

建的禁教情况，提出了在各省禁教的具体措施，引起了雍

正的高度重视。雍正在折上朱批：“卿此奏甚是，多为可

嘉，著遵照办理。如此缮本具奏。”由此可见，雍正不仅赞

赏、支持福建的禁教行动，而且要把福建的方法推广到全

国，因此，他要满保“缮本具奏”。
在禁教呼声此伏彼起的氛围中，雍正与满保完成了禁

教措施的密商，开始履行大臣奏请、礼部议复、皇帝下旨

的例行手续。雍正严行禁教的政策就这样出台了。

二、雍正禁教的具体措施

从雍正元年 （1723年） 开始，雍正帝主要采取了三项措

施实施其禁教政策：即驱逐传教士，改天主堂为公所，严禁

中国民众信奉天主教。
1．驱逐传教士。雍正帝严行禁教的政策出台后，《清

世宗实录》上就有了如下记载：“礼部议复浙闽总督觉罗满

保奏疏，西洋人在各省起盖天主教堂，潜住行教，人心渐被

煽惑，毫无裨益。请将各省西洋人，除送京效力外，余俱安

插澳门。应如所请。天主堂改为公所，误入其教者，严行禁

饬。”十二月十七日得旨：“西洋人乃外国之人，各省居住

年久，今该督奏请搬移，恐地方之人，妄行扰累，著行文各

省督抚，伊等搬移时，或给与半年数月之限，令其搬移。其

来京者，与安插澳门者，委官沿途照看送到，毋使劳苦。”
随着这一谕旨的发布，各地都开始大规模地驱逐传教

士。供职于钦天监的传教士戴进贤 （Lgnatius Koegler）、白

晋 （Bouvet） 和巴多明 （Parrenin） 辗转托求，呈上奏疏称：

澳门是葡萄牙的租界地，除葡萄牙籍的传教士外，其他各国

传教士无法经由澳门回国。他们请求清政府允许传教士暂时

居留广东，不要驱逐至澳门。雍正帝批示：“今尔等既哀

恳乞求，朕亦只可谕广东督抚暂不催逼，令地方大吏确议

再定。”
两广总督孔毓珣也于雍正二年十月二十九日向雍正帝提

出，如果将驱逐到广东的传教士全部送往澳门，恐怕“滨海

地窄难容，亦无便舟令其回国。广州省城，为洋船聚泊之

所，应将各省送到西洋人，令其暂住省城之天主堂，其年壮

愿回者，令其陆续附舟归国，年终造册报部，年老有疾，不

愿回西洋者，听其居住省城天主堂，不许各处行走，行教诵

经”。 〔4〕 雍正帝接受了孔毓珣的建议。但这些传教士却滞

留广州，迟迟不肯回国。八年以后，即雍正十年 （1732年），

清广东当局将仍留在广州的35名传教士驱逐至澳门。

（郑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历史系，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基督教之天主教自明末清初第三次传入我国后，曾一度辉惶。但好景不长，不久就在华遭到严禁，

由康熙提出，全面实施于雍正；表面上由礼仪之争引起，实质则是不能见容于封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专制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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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面客观全面地考察雍正帝的天主教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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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改天主堂为公所。在驱逐传教士的过程中，各地方

当局也在积极地执行清政府查封教堂的命令。雍正二年，两

广总督孔毓珣在提出将传教士安置在广州的同时，也提出将

“外府之天主堂，俱改为公所”，全国的大部分教堂在此次严

行禁教的风潮中被查封。雍正八年 （1730年），浙江总督管

巡抚事李卫上疏请求将杭州北门的一座天主教堂改为天后

宫。他说，此天主堂是康熙三十八年修建的。当时康熙帝南

巡，传教士德玛诺在杭接驾，曾蒙恩赏银100两。德玛诺即

称这座教堂是以此项赏银添造，其实并未奉有谕旨敕建。因

籍以为名，故未拆改。雍正帝批复道：“奉祀甚属合宜。”
据载，查封之前，全国约有天主教堂三百处，查封之后，只

有北京的南堂、东堂、北堂和西堂得以保存；其余的教堂在

几年间均尽行废灭。
3．禁止中国人信教。在雍正帝查禁天主教的过程中，

各地方官员纷纷响应，以各种方式禁止中国人信教。两广总

督孔毓珣奏请：“内地人民入其教者出之。”闽浙总督觉罗

满保表示：“误入其教者，严行禁饬。”福建巡抚刘世明上

奏，请求严禁人民习天主教。雍正五年 （1727年），清朝廷

审讯了苏努案之后，将其信教的子弟乌尔陈、苏尔金、库尔

陈等三人“择一地方，牢固锁紧”。由是，各地禁教之风更

甚，对于信教的一般群众，要求其立即悔过，退出教门。雍

正时期，全国有教徒约三十万，随着禁教政策的实施，教

士被逐，教堂被毁，教徒人数锐减，信教的教徒也成了无

牧之羊。
在雍正朝严厉的禁教政策之下，西洋传教士在中国的活

动受到了严密限制，中西文化交流活动也变得非常少。雍正

三年 （1725年），教皇本笃十三世曾遣使葛哒都等使华，拜

见雍正帝，祝贺登基，并表达了对康熙帝礼遇传教士的感

激，希望雍正能够继续允许传教士传教，减轻对天主教的禁

止和对教徒及传教士的惩罚。雍正接见了葛哒都一次，客气

的接受了教皇的礼物，但这并没有改变雍正帝对天主教和传

教士的态度，而且很快就命他们回国了。雍正五年 （1727
年），葡萄牙国王若望五世又派遣亚力山麦德乐 （Alexander
Metello） 出使清廷，这次出使，受到了雍正帝和清廷很好的

接待，雍正“召见赐宴，于常赉外特赐人身、缎匹、瓷漆

器、纸墨、绢、灯、扇、香囊等物，加赏使臣”。但是雍正

的禁教宗旨丝毫未变。
三、雍正禁教的特点

1．雍正的禁教措施是有步骤进行的。首先，他以上谕

的形式，命令各省督抚将专事传教的西洋人送往广州或澳

门，拆毁或改造各地教堂，禁止中国人信教。在他的谕令之

下，各地官吏纷纷行动，掀起了驱逐传教士、改毁教堂、禁

止中国人信教的浪潮。
其后，雍正又令大学士以寄密信的方式，要求各省督抚

进行清查，严格落实禁教措施。雍正七年 （1729年） 闰七月

二十五日，他向大学士马尔塞等谕道：“向因西洋人通晓历

法，是以资其推算修造，留住京师。后因其人来者渐多，遂

潜住各省，诵经传教，煽惑人心，而内地不肖之人，无知之

辈，往往入其教中，妄行生事，渐为民风之害。是以原任总

督满保奏请，将各省西洋人或送至京师，或谴回澳门，其所

有天主堂悉改为别用。经礼部两次议复，将各省西洋人准其

居住广州省城，但不许行教生事，其天主堂改为别用。朕曾

降旨，伊等乃外国之人，在各省居住年久，今令搬移，恐地

方之人混行扰累，著给与半年或数月之限令，沿途委官照

看。此雍正二年之事也。今已数载，各地方中不应复有留住

之西洋人矣。近闻外省府县中经尚有潜藏居住着，本地无赖

之人相与往来，私从其教。恐久之湔染益深，甚有关于风

俗。此系奉旨禁约之事，而有司漫不经心，督抚亦不查问。
朕若明降谕旨，则失察之官甚众，于督抚皆有干系。尔等可

密寄信于督抚知之。”于是，大学士遵旨寄送密信，各省督

抚奉命严查。
2．雍正的禁教措施是严中有宽、禁而不严。由于雍正

实施严厉禁教，与康熙、乾隆对传教士的友好态度形成鲜明

对比，因而雍正皇帝本人为此受到了当时西方来华传教士以

及后来学者的颇多批评和否定。
但是从上述雍正朝禁教过程来看，雍正禁教虽然严厉，

但是禁教谕令颁布之后又有所放宽。雍正初年禁教也不是十

分严厉，雍正禁教后，宋君荣致信苏熙亚神父云：“帝虽恶

教，我辈在大城中，仍自由传教如故，皈依人数且甚众。”
从雍正二年到乾隆十年几乎没有发生大的禁教行动。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五日 （1724年1月11日），雍正批复了

礼部议复的闽浙总督满保的上奏，雍正二年正月十七日

（1724年2月11日） 礼部裁决发往各省执行。按照满保的上奏

及礼部的裁决，各省被逐传教士应该前往澳门。但是雍正对

戴进贤等的请求予以默许。当时，两广总督孔毓珣遵照雍正

帝的指令，认真研究了传教士的迁移问题。雍正二年 （1724
年） 十月，他奏言：“臣思西洋人在中国未闻犯法生事，于

吏治民生原无甚大害。然历法算法各技艺，民间俱无所用，

亦无裨益。且非中国圣人之道，别为一教，愚民轻信误听，

究非长远之计。惟西洋乃系总名，分有十余国，各人居籍不

同。澳门滨海偏僻之地，欲回则无船可搭，预住则地窄难

容。经臣议，将各省送到之西洋人暂令在广州省城天主堂居

住。不许外出行教，亦不许百姓入教。有年老残疾者听其久

住外，欲则不限以年月，遇有个人本国洋船到粤，陆续搭

回。此外，各府州县天主堂尽行改作公所，不许潜行居住。”
这篇奏折表明，孔毓珣还是相当有头脑的。即使在严行

禁教的时刻，他也能作出冷静的分析，客观的评价。他将天

主教与传教士作了区别，认为天主教原非圣人之道，不可行

于中国。但传教士在中国未闻犯法生事，应该妥善地安排迁

移事务。
雍正在他的奏折上朱批：“朕不甚恶西洋之教，但与中

国无甚益处，不过从众议耳。你酌量，如果无害，外国人一

切从宽为好。恐你不达朕意，过严，则又不是矣。特谕。”
由此可见，雍正虽然对天主教有反感，但还没有“甚恶”，
还未达到“深恶痛绝”的程度。他既坚决禁教，又要显示事

发于下，恩出自上，强调他不过是“从众议耳”。因此，他

批准了孔毓珣的建议，要求广东当局妥善解决传教士的迁移

事务，不得绳之过严。
雍正三年 （1725年），罗马教皇谴使来华，祝贺雍正登

基。此后，他应使节的要求，将康熙年间关押在广州的传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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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毕天祥等人释放。
在禁教过程中，福建巡抚刘世明则发布了一个荒唐的命

令，不许辖内百姓吃斋。为了邀功，他还向雍正奏言：“福

建民习天主教者，阖家俱吃斋，臣通饬严禁。”结果，雍正

批评道：“但应禁止邪教惑众者，从未有禁人吃斋之理，若

将此等妄举以为尽心任事，实力奉行，则大误矣。”由此可

见，雍正虽然严行禁教，但还是有一定分寸的，不鼓励过于

荒唐的行为。
再有，雍正七年七月二十五日，雍正谕令大学士马尔赛

等廷寄地方督抚清查各省潜藏的传教士，此后，山东、湖

南、江等省均有查出，雍正在这些督抚奏折中的批复明显地

表现出宽容。而且留在北京及藏匿各地的传教士们并没有因

禁教而停止传教，他们之中有些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反而更加

频繁，而中国教徒在士民中私相传习亦为成风。如法国神父

卜日生，“雍正仇教初数年尚在其地 （湖广），日生谋入内

地，乃娇为垂危之人，一人为我备一棺材，藏于其中，如是

偷渡关津”，可见传教士用尽各种方式潜入内地传教。
特别是雍正元年禁教后，中国天主教虽遭受致命打击，

但由于清政府在执行政策上并不严格，再加上传教士们不畏

风险，不辞劳苦的传教，在雍正禁教期间，各地教务均有很

大的起色，个别地方的教务甚至超过传教最盛的康熙晚年，

如湖广谷城之磨盘山教徒达6000人，划为14个区。教友们在

山中搭屋居住，开地耕种，自给自足，形成天主教的世外桃

源。再如广州，康熙三十八年 （1699年） 时有教堂仅7所，

而到雍正十年 （1732年） 竟发展到男女教堂共16所，“无知

愚民入教者不下数万”。在雍正十二年 （1734年） 北京领洗

者有1157人，领圣体者7200余人，雍正十三年 （1735年） 江

南有1072人入教，1400余叛教者重新回头入教。
四、雍正禁教的结果

1．使中国天主教受到了沉重的打击。雍正的严行禁教

使中国天主教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清末北京主教樊国粱说：

“各省大小圣堂，一时俱拆毁尽净，其圣堂院落，或改变为

仓廒，或改为书院，一所不留。京师顺天府属之文安县，古

北口，宣化府等处均有教堂，于是尽为官所。京师之北堂，

亦改为病院矣，其堂之圣像、圣龛尽遭焚毁。从来中国圣教

之厄，未有烈于是时者也。”
1724年冯秉正有信讲道：“教堂三百余所或拆毁或改做

它用，教民三十万无司铎牧师，上谕严禁人民入教，命在教

民出教，二百年来辛劳获得之成绩破坏至于此极。”
当时一位来中国的法国传教士宋君荣 （Antoine Gaubi）

曾这样写道：“我来中国只有几个月，当我看到传教工作不

久前还充满希望，竟然落到如此可悲的地步：教堂已成废

墟，传教士被驱逐并集中到广州一中国惟一开放的口岸，不

许进入内地，天主教本身几乎遭到禁绝。”
2．中西大规模交往活动减少但仍在进行。由于雍正朝

的严厉禁教，一方面原先于康熙朝来华在各省传教的传教士

大多被驱逐出去，另一方面于雍正朝来华的传教士也大为减

少。雍正朝允许有技艺的传教士进京效力。雍正三年 （1725
年） 葡 萄 牙 国 王 派 遣 使 节 麦 德 乐 出 使 中 国 ， 雍 正 四 年

（1726年11月） 抵京。葡萄牙使节随带七名葡萄牙籍耶稣会

士，其中陈善策、麦有年通晓天文，留在北京供职钦天监。
索智能则作为司库召至北京。雍正六年 （1728年） 法国籍耶

稣会士沙如玉、孙璋抵达中国，雍正七年 （1729年） 一同进

京。沙如玉是钟表机械学专家，到京后在造办处做自鸣钟，

与康熙朝来华的林济各一道为雍正帝制作了一些钟表。孙璋

是天文学家、翻译家、作家。雍正十一年 （1733年） 法国籍

耶稣会士吴君、赵加彼抵达澳门，雍正十二年 （1734年） 赵

加彼到京，雍正十三年〔1735年） 吴君到京。来京的传教士

有8人 （包括康熙朝派出的使节葡萄牙籍耶稣会士张安多完

成使命后返京）。
而据史料记载，1701 （康熙四十年） 年在华传教士共有

115人 （实际上超过此数），圣堂共有257座，范围涉及14省。
再据德礼贤资料，康熙三十九年 （1700年） 全国天主教徒人

数在30万以上。所以从以上来华传教士人数看，雍正朝来华

献艺的西方传教士较之前朝己经大为减少。
雍正禁教之后中西大规模交往活动减少，但是中西文化

交流仍在进行。雍正二年发出圣谕：“又如西洋教宗天主亦

属不经，因其人通晓历数，故国家用之，尔等不可不知也。”
命戴进贤、徐懋德为钦天监的监正和监副。三年又加戴进贤

为礼部侍郎。留京的十多位教士也受到他的优容，教堂仍被

使用。特别是他作皇子时的老师德礼格，康熙时因“礼仪”
之争被囚禁，雍正即位后把他释放出来，并允许他在西直门

内买地建堂。雍正晚年仍有新来的孙璋等几人来京效力。因

而从这个意义上说，从康熙朝末年直至雍正朝，中西文化交

流并没有断绝。西方传教士仍然供职钦天监，在天文历法方

面服务清廷；西方天文学革命的哥白尼理论及法国天文观测

的新成果陆续被介绍到中国。
当然，尽管自康熙末年以来的禁教并没有中断中西文化

交流。然而，中国社会并没有因为这种中西文化交流而有所

改观，没有因为这种中西文化交流而改变已经落后于西方的

局面。雍正朝大规模驱逐传教士所形成的严厉禁教，从此成

为清王朝的基本国策，而被此后的乾隆、嘉庆、道光三朝所

继承和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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